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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

⊙ 郭 建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熱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西方思想

文化理論界值得譯介的人物和著作太多了，為甚麼施米特中選？譯介者的選擇和讀者的反應

一般都和本土的環境和需要有關，用魯迅的話說，這叫「拿來主義」，與世界潮流未必一

致。比如說，對中國現代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為甚麼《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一書（文革前內部發

行的「灰皮書」之一）在文革的背景下使許多讀者震驚，為甚麼在文革結束後馬克思的人道

主義在大陸文化理論界引起高度重視。那麼，為甚麼在二十一世紀初，一位有第三帝國「桂

冠法學家」之稱的德國律師會備受某些中國學者的青睞呢？

這個問題並不簡單，但有一點似乎是明確的：中國的新左派推崇施米特，主要是因為看中了

他反自由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有論者甚至稱施米特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

主義批評家」1。左右兩翼以自由主義為共同的敵人而攜手作戰，這又恰恰是名副其實的施米

特式的政治景觀。不管有意也好，無意也罷，新左派引介、推崇施米特時，既缺乏嚴肅的態

度，更不見嚴謹的學風，只是擇其所需，肆意發揮。他們不僅淡化了施米特與納粹的關係，

而且不願追問施米特批評自由主義的立足點到底是甚麼。然而，要了解精熟法律、極善言辭

的施米特，這兩點，即其基本的政治、道德立場和有史實為證的社會實踐，如何可以忽視

呢？

施米特主動與納粹合作的那段歷史在知識界是廣為人知的。他在1933年遞交了入黨申請，成

為第2,098,860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員之後，很快就得到當局重用，

並受聘到柏林任教，同時主持一家重要的法學刊物。此間，他寫了一系列文章，為元首原

則、納粹優先論及種族主義辯護，並參與一些重要法案的制定。次年六月，希特勒用恐怖手

段清洗衝鋒隊（Sturmabteilung，即SA）內部的政敵，被槍殺的人中還包括施米特的朋友。

事後，希特勒將這次行動命名為「長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並自稱「德國

人民的最高法官」，而施米特竟撰文稱清洗之舉「本身即最高的正義」。就是在這一段時

間，新聞界開始稱他為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2。

施米特還是赤裸裸的反猶主義者。在1936年，即納粹大規模迫害猶太民族的前夜，施米特大

談「日耳曼法學與猶太精神的鬥爭」，呼籲圖書館清除猶太作者的著作，並希望他的同事在

學術上與猶太人劃清界限，不引用猶太作者的文字。他說，猶太人以邏輯上的敏銳著稱，但

那只不過是「對準我們的武器」。最後，施米特為自己對猶太民族的仇視和對同事的期望所

選擇的定音之錘，竟是希特勒所說的「看住猶太人，我為主的事業而奮鬥」這句話3！

值得注意的是，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敵視與他的反猶主義有密切關係。在他看來，猶太人是



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的主要獲益者，力主寬容和信仰自由的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就是第一個猶太自由主義者。正是因為這種自由主義主張的誘惑，基督徒放鬆了警

惕，使得富於「權力意志」的猶太人有機可乘，成為社會的精英，得以在文化、政治、經濟

等領域取得優勢，甚至統治地位4。

二戰結束後，施米特不僅對他自己與納粹合作的這段歷史毫無反悔之意，而且一方面用各種

公開的方式巧妙地為自己文過飾非，另一方面私下裏把各種怨恨用格言、隨筆的方式一點一

點地記下來。這些筆記直到他去世以後才出版，把一個執著於法西斯理念、始終如一的施米

特擺在讀者面前，例如他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改進，而猶太人永遠是猶太人……同化的猶

太人才是真正的敵人」；「寧要希特勒的敵意，不要歸來的流亡者和人道主義者的友善」；

「到底哪一個更可恥：在1933年與希特勒為伍，還是在1945年唾棄他？」5可見，施米特與那

些在30年代因一時衝動而誤入歧途的知識份子是完全不一樣的。

老謀深算的施米特被右翼保守勢力尊為智者，這一點並不奇怪。但耐人尋味的是，某些左翼

知識份子，包括猶太知識份子，也對施米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早期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曾是施米特的崇拜者，這使得阿多諾夫婦（Theodor

and Gretel Adorno）在編輯本雅明文集（1955年版）時頗感尷尬，以至於悄悄地刪掉了與此

有關的註釋6。在此之後，左翼陣營中還是不乏仰慕施米特並熱衷於與其對話的知識份子，如

俄裔法籍黑格爾專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猶太神學、思想史家陶貝斯（Jacob

Taubes），激進的毛主義者史克爾（Joachim Schickel），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60、70年代世界學潮中也有不少施米特的追隨者，80年代美國左派理論刊

物Telos開始不斷將施米特介紹到大西洋彼岸，近期歐美知識界竟有「左翼施米特主義」之

說。

施米特對左派的吸引力從何而來呢？這首先在於雙方對自由主義的共識，即自由主義的理念

是虛偽的，宣傳普世價值從來都是統治階級掩蓋政治、蠱惑人心的手段，所謂「中立」不過

是在掩飾實際存在的不平等和壓迫而已。在某些左派看來，施米特儘管是右翼，但仍是一個

激進民主派，因為他把大眾意志和所謂民族「同質性」（homogeneity）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

據，他對議會制度和中立原則的批判可被視為對自由主義社會中統治本質的揭露，而他所謂

「政治即明辨敵我」的論點可以使某些人想到，如今已被淡化的政治本來其實是一場「鬥

爭」7。

其次，在否定以自由主義政治和議會民主為標誌（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現代社會的同

時，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都希望看到這個社會秩序的瓦解和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產生。然

而，就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施米特的左翼追隨者突然沉默了；他們對施米特聲討自由主義

的檄文讚嘆不已，卻無視施米特的啟示錄，既不看施米特的基本視點，也不願追問施米特對

自由民主政治的不同選擇到底是甚麼。

其實，這個問題並非沒有人提，只不過提問者並非施米特的左翼盟友。早在30年代，施特勞

斯（Leo Strauss）就指出，施米特把政治定義為明辨敵友，向淡化政治的自由主義挑戰，其

實只不過是掃清了與自由主義信念決鬥的戰場，而對與自由主義相對、能將其取而代之的

「另一個系統」卻語焉不詳，甚至刻意掩蓋8。施米特相信人性惡，相信人際、國際間的天然

敵對，力主主權者決斷，看上去很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的政治現實主義。然而，施

特勞斯的解讀使人看到作為自由主義先驅的霍布斯與自由主義的敵手施米特之間的根本分



歧：對霍布斯來說，人與人之間的敵意與控制欲是人類接近動物本能的「自然狀態」

（status naturalis），戰爭就是這種「自然狀態」的最殘酷的形式。因此，他設計了君主

專制下的社會契約制度，即「利維坦」（Leviathan），為的是制約人的好戰天性，把社會引

向「文明狀態」（status civilis），以保證和平與安定。霍布斯所設想的使人類脫離「自

然狀態」的世俗文明秩序標誌著自由主義的開端。在霍布斯之後，戰爭便成為政治失敗的標

誌，被認為是例外，而非常態。然而，對施米特來說，戰爭作為「例外」所證明的正是常

規：沒有敵意、沒有戰爭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敵意不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社會人生的基本

因素。因此，中立、公允、寬容、和平、人道及普世主義之類觀念全是虛妄和偽善的，普世

意義上的「人類」或「人性」觀念尤其荒誕不經：「如此定義的人類不可能發動戰爭」，施

米特寫道，「因為它沒有敵人」9。他常借用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的一句話來

表示他對人道主義的蔑視：「誰講人性，誰就在騙人。」10政治，即在無休止的衝突之中聯

友抗敵，是人類無可迴避的命運。施米特如此定義政治，實際上是對霍布斯所謂人類「自然

狀態」的肯定，其目的在於對抗自由主義對政治的淡化，顛覆現存的社會秩序。然而，在這

批判、對抗、顛覆後面，施米特真正的立足點和道德思想體系到底是甚麼呢？

80年代晚期，德國學者邁爾（Heinrich Meier）在施特勞斯提出的問題上作了進一步的探

討，受到學界普遍重視。邁爾所看到的施米特首先是一個「政治神學家」，其隱諱的理念是

在同施特勞斯的「暗中對話」中逐步顯露和發展的11。根據這種政治神學，人性中的敵意乃

天意，人食禁果後受神詛咒成為政治動物；不僅如此，人世間的衝突、戰爭狀態，也就是霍

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還是神聖秩序的一部分。政治（即敵友之別和敵我之爭）是無所

不在的（total），任何決定都是政治決定，任何神學也都是政治啟示錄12。施米特以「法學

神學家」（theologian of jurisprudence）自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宗教觀並非基督教主

流：他的劍拔弩張的敵友論實際上與梅特爾（Joseph de Maistre）式的靈知主義和政治神學

更為接近13，而與《新約》中耶穌仁慈、寬恕的主張（尤其是金律及「愛彼之敵」的教旨）

相去千里。由於後者同時也是現代自由民主思想和倫理觀念（如康德的「定然律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施米特便借用語義學的手段，甚至搬出

血淋淋的宗教戰爭史，來證明他的私敵可恕而政敵可殺、政治乃「極端敵對」之類鬥爭哲

學14。以這種政治神學為基本視點，世俗、多元、尊重普世價值的現代民主社會在施米特看

來不僅庸俗不堪，而且是一種墮落，為其消亡，施用任何激烈的手段都不為過。這就是為甚

麼他在魏瑪時期大談專政制度和主權者決斷論，晚年又對游擊戰爭和恐怖主義發生興趣。這

也就是為甚麼他在30年代與納粹同流：他這樣做並非由於一時衝動或出於無奈，而是由於德

國的極權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民主是現代社會中與他的政治理念最為切近的社會實踐。

左翼陣營中施米特的推崇者（應當說「新左派」，以有別於支持共產主義的傳統左派）只談

他反對甚麼，而忽視或有意迴避他批評自由主義的真正立足點，這不僅是不嚴肅的，而且是

很危險的。左右兩翼為打擊共同的敵人而結盟，在歷史上有過沉痛的教訓。我們不應忘記，

二戰前夜德、蘇簽訂不神聖同盟，並非只出於戰略需要。早在魏瑪時期，希特勒就曾談到在

納粹運動中左右「兩極的匯合：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的軍人與學生」。希特勒對西方民

主社會的敵視使他隨時準備與斯大林的極權力量攜手，直到1943年他還在講，第二次世界大

戰「是一場資產階級國家與革命國家之間的戰爭……那些有意識形態（ideology）的國家遠

勝於資產階級國家……我們東方的對手（即蘇聯）也有意識形態，只不過是錯誤的意識形態

罷了」15。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所謂資產階級國家沒有「意識形態」，跟施米特所批

判的自由主義淡化政治、貌似中立、抽空道德價值、以妥協代替鬥爭、以議而不決的程序代



替實質性決斷等等，講的是同一個問題。

我們更不應忘記，當年法西斯和納粹的自由主義批判也曾經異常蠱惑人心，不僅使得像海德

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龐德（Ezra Pound）這樣對資產階級的平庸嗤之以鼻的知識份

子為之傾倒，而且使激進左派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搖身一變，成了法西斯右派的

領袖。再說，由於多元、寬容、缺乏統一的「意識形態」等特徵，自由主義政治本身永遠不

會完善，而且這也是自由主義者自己的結論，有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為

證16。但是，如果我們忘記這一切，兼律師、政客、詩人於一身的施米特對自由主義和議會

民主的批判將會有難以想像的誘惑力，對於知識份子尤其如此，包括左翼知識份子。

比如說，施米特認為「自由民主」的主張是虛妄的，因為自由和民主是兩回事。在他看來，

所謂平等權利只在「同質性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義，而當下流行的普選的概念卻另有所

指：「每個成年人，僅僅作為一個人，便同任何一個人在政治上平等。這是一個自由的觀

念，而不是民主的觀念；它以人類民主取代實際存在的、以有實在價值的平等和同質性為基

礎的民主政體。而這種全人類的民主在當今世界根本不存在。」17那麼，施米特所說的實際

存在的民主制度是甚麼呢？他有如下一段解釋18：

任何一個實際存在的民主制度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原則上：只有地位相同的人之間才有平

等，地位不同的人之間沒有平等可言。所以，民主的第一個要求是同質性；第二個要求

是，當形勢需要的時候，排斥或滅絕異質性。……民主制度知道異己的、地位不同的東

西威脅同質的東西，在把這些東西否定掉或拒之門外的時候，民主制度是在展示自己的

政治權力。平等的問題絕對不是抽象的邏輯和算術遊戲。……平等只有在具有實質性的

時候才有意義，才有政治價值，但這種實質性也帶來了不平等的可能性和危險。最後，

我們必須承認，由於平等總是包含著不平等，民主即使把它統治的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排

斥出去，也仍不失其為民主。迄今為止，在民主制度下總有一些完全或部分地不能享受

民主權利的人和被限制在政治力量的運作之外的人，讓我們就把這些人稱作野蠻人、不

開化的人、無神論者、貴族、反革命，或者奴隸吧。

施米特在這裏講的排斥性的民主制度或許與古希臘民主雛形相類，但絕不是已被現代社會所

接受的、承認全體公民平等權利的憲政民主。後者以保護人之為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為基

本原則，並在其發展和實踐中顯示了愈來愈廣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然而，施米特所反對的正

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及其在現代民主社會的具體實施。

必須指出的是，施米特排斥性民主的主張恰恰適應了納粹政治的需要：我們只需在施米特列

出的、被稱作「異質性」（Heterogenen）、可被「排斥或滅絕」的人群中加上「劣等人種」

或「猶太人」，再把30、40年代解決「猶太問題」理解為當時納粹德國的「形勢需要」，我

們就可以明白為甚麼施米特可以有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的尊號了。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

在國會演說中針對所謂「猶太問題」所講的正是這種「形勢需要」。這也是他第一次公開提

到種族滅絕，而他所用的詞正是施米特在十三年前為對付「異質性」社會成分所選擇

的Vernichtung，即剪除、滅絕、使其永遠消失。

然而，一位因其自由主義批判而推崇施米特的中國學者恰恰看中了施米特有關排斥性民主

（所謂「實際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那一段文字。他寫道19：

在這段十分雄辯的議論中間，施米特穿插了一系列具體的例子，用來說明歷史和現實中



存在的西方民主制度無不具有「同質性」和「排他性」。要建立真實的、有意義的人民

民主權利，就要同時或首先把不屬於人民的種種社會成分排斥出去──古往今來，奴

隸、蠻夷、異教徒、亂黨、「赤匪」、「地富反壞」、「非法移民」、「恐怖主義者」

幫助確定了「文明」、「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邊界和實質。

在贊同施米特「雄辯」議論的同時，作者還依照施米特的方式開列了更長的異質成分清單，

目的顯然在於一方面更新施米特的條目，另一方面引進中國歷史上的例子：「赤匪」為1949

年前國民黨政權指定的異質成分，「地富反壞」為50、60年代社會主義（或作者所謂「人民

民主」）中國打擊的異類。然而，為把中國與西方世界分開，並更新施米特所引用的古希臘

政治學，作者又寫道：「我們對平等的要求不可能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寡頭體制下的平

等，而只能是所有人的全體的平等，即普遍平等，這是中國革命背後的政治哲學依

據。」20這是一段令人十分費解的文字：首先，它與作者前面對施米特所謂同質、異質之分

的贊同自相矛盾；其次，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從來都講明辨敵我，講階級鬥爭，講95%的人民

對一小撮階級異己份子的專政，而絕不講「虛偽」的「普遍平等」。作者的良好願望與歷史

實際完全是兩回事。

假設作者仍堅持施米特自由主義批判的基本觀點，也就是說，他所謂「所有人」、「全體」

和「普遍」並沒有普世的意思，而是指施米特所說的「同質性」的「人民」，不包括「不屬

於人民的種種社會成分」，那麼，在中國的具體歷史環境中，這些不屬於人民的社會成分當

包括1957年前的「地富反壞」，1957年以後的「地富反壞右」，1966年後的「黑七類」、

「牛鬼蛇神」、「狗崽子」、「臭老九」等等。在作者看來，這些異類之所以為異類，其作

用只不過在於「幫助確定了……『人民民主』的邊界和實質」而已，這種「人民民主」的內

在排他性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的。按照這樣的說法，滅絕猶太「劣等人種」和橫掃一切

「牛鬼蛇神」（包括像遇羅克、張志新、林昭之類的「反革命」）並不妨礙二戰時的德國和

文革時的中國享有大眾民主的名聲，以排斥異質成分為目標的「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與「紅八月」也不過是「實際存在的民主制度」下兩段群眾運動的插曲而

已21。

施米特的自由主義批判，尤其是他的敵我論、專政論和全能政治，對於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

來說並不算陌生，他所講的實質性、排他性民主（如果還可稱作「民主」的話）是我們親身

經歷過的事。施米特告訴我們，一個人僅僅因為是人而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是虛妄的，是自由

主義的神話。然而，記憶猶新的歷史經驗卻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首先對具體的個人作為人的

價值的尊重，所謂「人民」，也就是施米特所說的「同質性」的人群，才真正是虛妄的，是

法西斯主義的神話。在歷史實際中，無論30、40年代德國的「例外時期」，還是60、70年代

中國的文革年代，與「人民」相對的異類，被妖魔化、非人化（如「劣等人種」或「牛鬼蛇

神」），進而理所當然地被排斥、打倒，甚至滅絕。從文革的經驗中，我們應該可以看到自

由主義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價值；也正基於這一歷史經驗，我們應當可以對施米特及其盟友

（不管來自右翼，還是來自左翼）的挑戰作出清醒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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